遗产地旅游及其景区等级评定二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徐嵩龄

一  中国遗产旅游业对遗产原真性的影响

旅游业是中国经济中发展最为迅捷的部门之一，并且，国内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一发展态势将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持续下去。能出现这一局面，其资源因素是中国丰富、独特、多样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然而，这一提法并不完整，还应当补充另一条件，即对遗产原真性的保护。在国内外，对于旅游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议。一方面，旅游被视为遗产之友，它不仅有利于遗产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最广泛地传播了遗产价值，并为遗产保护提供了亟需的资金；另一方面，旅游又频繁造成对遗产的形形色色的破坏，从而不仅伤害遗产事业，也同时伤害旅游业本身。这里的关键在于，遗产旅游的管理（旅游内容、旅游方式、管理体制）是否以遗产原真性保护为前提。

原真性是遗产的质量精髓。遗产的旅游吸引力，归根结底在于它的原真性。如果说中国迄今的旅游业发展揭示了曾长期被视为是“低级、丑陋、落后”的遗产的旅游经济价值的话，那么随着中国旅游者文化素质和品味的提高，随着中国面临的国际旅游市场竞争的加剧，将进一步揭示出遗产原真性的价值。未来中国和国际的遗产旅游业的资源之争，实质是遗产的原真性质量之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原真性决定着遗产的命运，也决定着中国遗产旅游业的命运。所谓“遗产保护”，应真正落实于“遗产原真性的保护”。舍此而谈“保护”，只能是一句空话。恰恰是这一点，往往为现时中国的遗产旅游管理者所忽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旅游业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种种遗产破坏，无不与此有关。90年代后期发生、至今尚未止息的“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争，其实质也植根于对遗产原真性的认识分歧。可以认为，没有对遗产原真性概念的正确认识，就不会有真正的遗产保护，不会有恰当的遗产旅游管理制度改革，不会有遗产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1．什么是遗产原真性

“原真性”概念缘自英文“Authenticity”，它主要是针对文物和艺术作品而言的。其字典释义包含三种含义，即：“真实的”（real）、“原初的”（original）、“有价值的”（worthy）。自《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来，“Authenticity”在用于表征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的特性时，其中的“有价值的”含义上升为“独特的”（unique）层次，并认为它还具有“完整的”（complete）含义，即包括不可移动遗产所处的整个环境。这样，它就与另一个用于表征自然遗产特性的英文术语“Integrity”同义了（P. T. Newby, 1994；D. Throsby, 2001），因为后者的字典释义是“intact and original condition”，即“未被扰动的原初状态”。

在中国学术界，“Authenticity”被译为“真实性”，“Integrity”被译为“完整性”，并以“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遗产保护的原则。严格说来，这些翻译都不十分贴切，因为两者都失去了英文术语中的“原初的”含义。根据上述解释，本文将“Authenticity”改译为“原真性”，以表示它包含“真实的”、“原初的”、“独特的”、“完整的”等四种含义。这样，它可以同时适用于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了。

2．中国遗产原真性在旅游中的受损

国内外经验表明，遗产原真性的受损是与遗产地旅游建设和经营密切相关的。MacCannell将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非原真性”（inauthenticity）归结为与遗产地旅游建设和经营的五个方面有关，即：遗产旅游地的命名（Naming）、旅游地的区隔和提升（Framing and Elevation）、神圣化（Enshrinement）、机械性复制（Mechanical Reproduction）、社会性复制（Social Reproduction）。根据中国的遗产旅游实际情况，可以将可能有害于遗产原真性的行为分为以下五个方面：遗产地命名、遗产地旅游设施建设、遗产地旅游展示、基于经济利益的遗产品复制、遗产地的社会性复制。现以中国典型的世界遗产地旅游为例，说明对遗产原真性受损情况，详见下表。

遗产地旅游对遗产原真性的影响

	
	遗产地
	伤害方式
	原真性受损实质
	在中国的普遍性

	遗产地命名
	武陵源
	更名为“张家界”
	遗产原名中的历史成分、文化成分和空间成分受损
	有一些

	遗产地旅游设施建设
	黄山
	建造高级宾馆、大型水库以及其它服务、娱乐设施，以服务于城市化的“山上游，山上居”的旅游方式
	使遗产实体及其自然和文化氛围受损
	一度相当普遍，经不断整改，虽有所收敛，但仍程度不等地存在

	遗产地旅游展示
	主要是自然遗产地与双遗产地
	在讲解中以大同小异、似是而非的传说和神话，代替基于文化、历史、科学、美学的介绍
	掩盖甚至歪曲了遗产的真正价值
	较为普遍

	基于经济利益的遗产品复制
	秦兵马俑
	被其它地方复制和仿制，进行秦俑展览
	误导对原生态的遗产的认识
	有一些

	遗产地的社会性复制
	黄山
	将“徽州地区” 改为“黄山市”，并驻地于远离黄山的“屯溪” 
	伤害遗产地的地理真实和历史真实；伤害更为著名的“徽州文化”
	这种“改名风”未能得到抑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峨眉山
	将“峨眉县”改为“峨眉山市”
	伤害“峨眉县（市）”这一行政区域名称的历史文化价值
	

	
	泰山
	将“泰安”改为“泰山市”
	伤害遗产地的地理真实，伤害“泰安县（市）”这一行政区域名称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上表所列的五类行为中，中国遗产管理部门和学术界较为重视第二类行为“遗产地旅游设施建设”；对于其它四类行为，或尚未意识到，或虽有认识但尚无行动。其实它们都在伤害着遗产的原真性，有的甚至是长期的、关键性的。如第五类“遗产地的社会性复制”的影响，除了有伤于遗产原真性外，它还有伤于周边地区和遗产地社区的利益，有伤于游客利益。另外，由于行政地名与遗产地名重合，会给社会经济管理造成困难。

中国旅游中的遗产原真性受损，与发达国家相比，表现得更广泛、更严重：

Ⅰ.在发达国家中，原真性受损主要表现在游客的旅游体验方面（experience aspect）；在中国，不仅有旅游体验问题，而且有遗产实体破坏（physical damage）问题。对遗产保护来说，这后一方面问题更具重要性。

Ⅱ.在发达国家中，旅游展示引起的原真性受损主要表现在知识的片面性方面；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对知识的无视和忽视。

Ⅲ.在“遗产地的社会性复制”和“基于经济利益的遗产品复制”方面，中国的问题远比发达国家广泛、复杂、甚至离奇，从而使遗产原真性受损程度更为严重。

可见，中国的遗产原真性受损问题需要得到遗产界和旅游界的高度关注。

3．中国的遗产原真性在旅游中受损的原因

旅游对遗产原真性的伤害在国外很早就引起注意。Moscardoc曾对此做过相当完整的概述。上世纪60年代，Boorstin 首先将原因归结为游客的肤浅，他们只对娱乐感兴趣，容易被旅游行业创造的“伪展示”所满足。MacCannell（1976）不完全赞同Boorstin的分析。他认为：游客虽是“世俗的探秘者”，但他们也是渴望获得原真性体验的；只是因为旅游业创造了“非原真性或舞台型体验”（inauthentic or staged experiences），而游客自己又无能力辨别真伪，从而不得不接受。Hewison（1987）进一步剖析遗产原真性受损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旅游业追求娱乐性造成的。Horne（1984）还将对非原真性问题的分析，推向更深层次。他认为，非原真性的出现是因为遗产的旅游展示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统治群体（dominate group）的利益与价值观。对于上述批评，旅游界虽有反诘，如认为“原真性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Cohen，1988），认为“非原真性和舞台体验往往也能被后现代主义者接受”（Urry，1990），等等，但这些基本上并不被广泛认同。

上述原因分析对中国遗产旅游界应是有启发意义的。由于中国在社会经济背景方面和遗产管理背景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不同，因此，中国应分析和寻找针对自身遗产原真性受损问题的真正原因。这些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游客、遗产旅游管理单位、遗产和旅游主管部门。

就游客而言，中国现时游客的主流大多仍缺乏在知识性理解基础上观赏遗产的兴趣，加之受费用和时间的限制（力图以较少的钱和较短的时间，浏览尽可能多的景点），因而他们的遗产旅游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快餐式的。他们对遗产旅游的原真性不大计较，对于一些有害于遗产原真性的行为也能够容忍和接受（如遗产地内的饭店、索道等）。

就遗产旅游的管理单位而言，第一，由于中国的世界遗产的管理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就地、非专业地任命的，因此遗产的高品位与管理者的低素质之间很不相称，也就是说，管理者自己并不能完整和准确地认识遗产的原真性；第二，遗产区内的旅游往往被处理成“营利性的商业经营”，而不是“非营利性经营”，从而使以营利为目的的旅游活动、旅游方式、旅游服务设施等，或是伤害或是压制着遗产的原真性。这两点是中国遗产地内屡屡发生遗产原真性遭受实体性破坏与体验性破坏的主要原因。其中，“实体性破坏”主要是由遗产地内的饭店、商店、娱乐设施、水库、索道等造成的；“体验性破坏”主要是由低质量的讲解、展示、说明等造成的。

就遗产主管部门与旅游主管部门而言，也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这两类部门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问题是他们之间缺乏互补与协调。遗产部门懂遗产保护，但短于旅游经营；旅游部门懂旅游经营，但短于遗产及其管理的知识。在发达国家中，遗产与旅游在行政系统上往往是合而为一的；在我国，两者是分开的，至今尚未建立起一种有利于两者协作的制度安排。第二，这两类部门——即使是遗产主管部门——对遗产原真性的认识也不能认为是全面的、准确的、深刻的。这样，他们为遗产地旅游而建立的管理制度，不能认为是真正以遗产原真性保护为前提的。这一制度缺失既可见诸国家旅游局的旅游管理条例，也可见诸国家建设部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文件。

在国家旅游局颁发的旅游管理条例中，如关于景区等级评价的条例，关于旅游饭店等级评价的条例，很少有针对遗产、以及服务或服从于遗产原真性保护的条文。显然，这样的条例不能确保旅游中对遗产原真性的保护。事实证明，在我国因旅游而发生的遗产原真性受损事件中，相当大一部分或为旅游管理条例所允许，或不受旅游条例的制约。

同样，在作为遗产主管部门之一的国家建设部发布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文件中，也未能切实而有力地贯彻遗产原真性保护的思想。这些文件往往以旅游评价作为确定遗产价值和遗产保护等级的出发点。其中，“核心景区”、“游览区”等被当成遗产地中价值最高的部分，当成最主要的保护对象。然而，根据这些概念来处理遗产地管理问题，并不恰当。这是因为：① 遗产地的遗产价值与其旅游价值并不等同，前者的人文、科学、美学价值是建立在严格而准确的知识基础上，并不取决于旅游者一时一事的个人偏好；②遗产价值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它不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但旅游价值由于取决于旅游者的好恶，因而往往随旅游者的类型、旅游者个人知识的增长、旅游者的好奇心及对遗产地熟悉程度而减弱等情况而变化。如果以旅游价值高低来测度遗产价值大小，进而确定遗产原真性保护等级，势必得出“核心景区”或“主要游览区”的遗产价值高、所需的保护等级高，而“非核心景区”或“非主要游览区”的遗产价值低、所需的保护等级低的错误结论。

在遗产地内，“非核心景区”或“非主要游览区”并非意味着它们的重要性不如“核心景区”或“主要游览区”，或意味着对它们的保护可以弱于后者。这里的所谓“非核心景区”或“非主要游览区”，事实上有三种情况：①它们是绝对保护区，是严禁大众游览的；②它们的价值尚未得到认识，是尚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区域，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新的游览区；③它们是旅游吸引力减弱的区域，即它们过去是旅游热点，但随着人们对它的好奇心下降以及新的旅游景点的开发，其旅游地位逐步让位于新的景点。可见，在这三种情况中，都不存在遗产价值改变的问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①不能以旅游价值作为遗产地价值评价和保护等级评价的尺度；②对遗产地内所有遗产部分的保护标准应当是一致的；③“核心景区”和“主要游览区”等概念是用于旅游管理的，如果将它们作为遗产价值和保护等级评价的依据，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遗产原真性的破坏。

4．遗产原真性的旅游保护

发达国家的旅游与遗产保护的关系的研究都一致表明：旅游从来不是一支中性力量，旅游地区和人民没有不受影响的；就其负面而言，是旅游对遗产原真性的影响。因此，遗产旅游业主管部门和遗产单位无论怎样强调遗产原真性问题也不过分。情况往往是这样：遗产原真性问题愈是得到自觉重视，愈是有利于抑制、削弱和消除对遗产原真性的负面影响，愈是有利于遗产旅游业的健康、高效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如新西兰等）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上述导致中国遗产原真性的旅游破坏的三方面原因中，也就是说在游客、遗产管理单位、遗产和旅游主管部门三者之间，政府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因为他可以用制度来引导、管束、监督遗产管理单位和游客；其次是遗产管理单位，因为他可以对游客的旅游内容和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这样，中国遗产原真性的旅游保护应从两方面着手。就政府部门而言，应更新和强化遗产旅游的制度建设；就遗产管理单位而言，应高度重视人才建设。

中国政府中的遗产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在遗产旅游的制度建设上改善和完成三方面工作：第一，应在遗产旅游体制上达成共识；第二，应在遗产旅游的经营制度上达成共识，包括遗产单位的非营利经营问题、特许经营问题、遗产旅游经营收益的分享问题等；第三，应改进和完善遗产旅游的管理标准和指标体系。就现状来看，在第一、二两个方面，尚存在分歧和争议；在第三方面，仅见旅游管理部门的一般性标准，其中未能恰当地考虑遗产原真性保护问题，而遗产主管部门，有的尚未有操作性的遗产管理标准，有的虽有标准，但未能有针对性地结合旅游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遗产主管部门应为具备旅游功能的遗产单位配备合格的高级管理人才，使遗产单位的领导班子既深知遗产及其保护，又深知旅游及其经营。这些人才的发现应通过基于竞争的招聘制。愈是高级别遗产，其主要领导者愈是应在充分大的范围中选取，不应仅在本部门或本地选聘，而应在全国和跨部门选聘，甚至在国际上延揽。在中国改革开放已达20余年的今天，我国政府应当在遗产领域有这样的魄力。

二  中国旅游区（点）质量等级评定的恰当性问题

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1999，下文简称《旅游区（点）标准》），对促进中国旅游区（点）建设和管理的规范化，起着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但这一标准中仍存在恰当性问题，值得商榷。

所谓“恰当性”，是指管理标准是否能够真正准确地反映和适应管理对象的本质特征。就现时中国旅游而言，旅游区（点）的主体无疑是文化与自然遗产。由于遗产的不可替代性、不可分解性、不可再生性，所以“以遗产保护为前提”这一原则应是此类遗产旅游管理的一个本质特征，而且应是首要的本质特征。这一点在中国旅游界理论上是不存在争议的。然而，这一原则并未在《旅游区（点）标准》中得到恰当体现，具体地说，未能在其“细则一：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评分细则”（下文简称“细则一”）中得到正确体现。现时中国遗产旅游中出现的诸多遗产保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细则一”的这一缺失有关。

1．为什么说“细则一”从遗产保护角度看是不恰当的

应当说，“细则一”对旅游服务质量要素和环境质量要素的把握是相当全面、周详的。但它以各要素积分之和作为对旅游区（点）的整体评价，未能正确地体现“以遗产保护为前提”这一原则。现将“遗产保护质量”在“细则一”中的表达路径，示于图1。

图1 “遗产保护质量”在“细则一”中的表达

大项（满分值）         分项（满分值）                      次分项（满分值）

1交通（150）

2游览（125）                                    8.4.1保护费用（15）

3安全（80）                                     8.4.2保护措施（20）

4卫生（145）         8.1大气（10）              8.4.3保护效果（15）
5邮电服务（30）      8.2噪声（10）             

6购物（45）          8.3水质（10）               

7综合管理（250）      8.4景观、生态、              8.5.1区内建筑与景观的协调性（20）
文物、古建保护（50）         8.5.2周边环境与景观的协调性（15）
                                                 8.5.3绿化与美化（40）

8资源及环境          8.5环境氛围（95）          8.5.4出入口主体建筑格调（20）

保护（175）


（旅游区（点）满分，1000；达标分值：AAAA级850；AAA级，750；AA级，600；A级，500）

姑且认可“细则一”各项评价指标分值的合理性。由图1可以看出：在“细则一”的8个大项指标中，“遗产”仅包括在第8项“资源及环境保护”之中；在这一大项的5个分项指标中，“遗产”仅出现在第8.4分项与第8.5分项中；在这两个分项中，真正体现“遗产保护质量”的，只有第8.4.3次分项“保护效果”（15分）、第8.5.1次分项“区内建筑与景观的协调性”（20分），以及第8.5.2次分项“周边环境与景观的协调性”（15分）。这样，当将“细则一”应用于遗产区旅游质量评价时，“遗产保护质量”仅有50分（即第8.4.3、第8.5.1和第8.5.2次分项之和），占总分的5%。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即使一个遗产区的“遗产保护质量”完全不合格（即得分为0），也不能制约和阻碍这个遗产区成为AAAA级，如果它的其他项目评分“优秀”或“良好”的话。很明显，“细则一”完全不能体现“以遗产保护为前提”这一原则。

2．原因分析

“细则一”在遗产保护问题上出现的上述缺失，从理论上看，是来自下述原因，即：它将“遗产保护类内容”的评分与“非遗产保护类内容”的评分并列，并以“评分加总”的方式加以处置。这种简单的“评分加总”的数值处理意味着什么呢？它不仅意味着“遗产保护类内容”与“非遗产保护类内容”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意味着它们之间是可替代的，即一类内容上的失分可以由另一类内容上的增分来弥补。当“细则一”应用于遗产区旅游时，实际情况往往是：当遗产区为片面追求旅游经济效益而在遗产保护上失分时，却可以由它在其他旅游服务经营上赢得的增分来抵消或掩盖，而这些增分往往来自可能有损于遗产保护的索道、高档饭店、商店等项目。这样，“以遗产保护为前提”实际上成为一句空话。

对于遗产区旅游管理，“遗产保护类内容”与“非遗产保护类内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平等的。前者应是后者的前提。因此，这一关系在评分计量中的数学表达，不能是简单的“评分加总”，而应是“评分加乘”。具体地说，其总分应是“非遗产保护类内容”的评分之和与“遗产保护”评分的乘积，即

总分 = 遗产保护评分·∑非遗产保护类评分

这里，“遗产保护”评分应以权因子方式出现，如1.0，0.9，0.8，0.7……这样，即便一个遗产区的“非遗产保护类内容”的得分均为满分（设为100），如果它的“遗产保护”不合格（设为0.5），那么它的总分只有50（=0.5×100），也就是说，不合格。可见，只有这种“评分加乘”方式，才能确保“遗产保护”的前提地位。

即使是“非遗产保护类内容”，也并非都能不加区别地采用简单的“评分加总”方式。在“细则一”的8大项内容中，有些内容之间关系并非是并列的，而是链式的、环环相扣的，如交通、住宿与其他。这意味着它们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如果忽视这一点而一概以“评分加总”方式处理，将意味着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这一加总将不能显示旅游管理中可能发生的诸种“瓶颈现象”。由于此类问题与遗产保护无直接联系，此不赘述。

另外，造成“细则一”评分计量中不恰当性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忽视了各指标间的可加性问题。不具有可加性的指标评分是不能相加的。具有可加性的指标应处于同一性态层次，并且是相互独立的。现以“细则一”第8.4分项“景观、生态、文物、古建筑保护”中的三个次分项为例，第8.4.3次分项“保护效果”与第8.4.1次分项“保护费用投入”、第8.4.2次分项“保护措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不属于同一层次。第8.4.3次分项实际上是第8.4.1次分项和第8.4.2次分项的结果。将这三个次分项相加，只能导致重复计算与误导。类似的情况，在“细则一”的“非遗产保护类”指标中也有出现。这样，“细则一”应当对指标的可加性层次做出选择：是建立在“设施与举措”层次，还是建立在“实施效果”层次？将两者混为一谈，是不对的。

3．评价与建议

大体可以认为，“细则一”是孤立地以游客享用意愿和享用质量为出发点的。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旅游区（点）标准》的其他细则中，也体现在《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和评定》（GB/T14308-2002）中。当这些标准的实施对象是人造景区时，如美国“迪斯尼”、北京的“世界公园”、杭州的“宋城”、深圳的“世界之窗”、等等，由于这些景区是专门为旅游而建设的，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可能不大。然而，当这些标准的实施对象是文化与自然遗产区时，情况将有根本性不同。由于遗产具有多重使命，而旅游仅是其使命的派生功能之一，因此，“遗产保护”这一前提将凸现出来。无视或忽视这一前提而制订旅游区（点）管理标准，势必导致遗产区的城市化、社区化、商业化。由于中国旅游的资源依托主体是文化和自然遗产，因而，上述旅游标准实施的负面效果显得较为突出。

目前，亟需进行的工作是改善和提高旅游管理标准的恰当性。以下措施或许是必要的、迫切的。

Ⅰ.应由国家旅游局与国家遗产管理部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等）共同协作，制定遗产旅游的管理标准，或者说，旅游管理标准中与遗产保护有关的内容。

Ⅱ.应将对遗产的价值认识，包括其旅游价值的认识，统一到遗产领域的专业水平上，而不是另起炉灶。这样才能有利于遗产保护。现时《旅游区（点）标准》“细则二：景观质量评分细则”中的价值理解，与遗产领域并不一致。

Ⅲ.应对旅游管理标准的实施建立新的科学的精当的评分计量系统。现在对旅游区（点）采用的“评分加总”方式，一定要改造，代之以“评分加乘”方式。

Ⅳ.应在《旅游区（点）标准》和《旅游饭店标准》中对其可适用范围，做出更为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对《旅游饭店标准》在遗产区的适用性，既应明确限制遗产区内饭店的数量、规模、选址，并严禁其豪华的发展方向，又应提出具体措施，将它们向绿色、简朴方向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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